
关于项英与皖南事变的几个问题
——答金冶同志

王辅一

关于项英与皖南事变, 史学界一直有争论。金冶所写《评〈项英

传〉有关皖南事变的论述》(见《抗日战争研究》1996年第 4期)片

面引述材料, 可能会使读者产生误解, 因此,笔者仅就金冶的文章

谈点看法,并客观地提供一些史料,供读者明晰。

第一,关于研究态度。

金冶文完全否定《项英传》有关皖南事变的叙述,说指出毛泽

东对皖南事变前形势分析不当和决策上有失误,就是否定“抗日战

争中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的正确性, 以及对毛泽东思

想形成的历史过程的看法上存在原则性的分歧”。而历史的经验证

明,只有不断研究、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,才能使我们的革命

事业不断推向前进。实际上,毛泽东和中共的其他领导人,就是在

领导革命实践的过程中,不断运用前人和自身正反两个方面的经

验教训, 使毛泽东思想得以形成和发展,从而推动革命事业前进

的。那种只讲成功而不许讲失误的态度,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。

金冶文引用的胡乔木的回忆录,并非是专门讲皖南事变历史

过程的, 而是着重讲毛泽东如何处理“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”的斗

争,讲如何与国民党斗争、如何争取中间派的策略。胡乔木在回忆

中,并未讲中国共产党内谁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失败负责的问

题,既未讲毛泽东没有责任,也未讲全部责任由项英负责。胡乔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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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讲道:“皖南事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。”“如果处理得好些,不至于

有那样大的损失。” 他讲得很含蓄, 仔细体味一下, 就会觉察到不

一定就是讲项英。胡乔木说:“中央在事变发生后对项、袁的批评基

本上是对的。” 这里面并未说它是完全正确。这些都是值得很好

体会的。而金冶文却将对中共中央、毛泽东对皖南事变一个事件处

理的看法说成是对整个抗战中期中共中央工作的评价, 把《项英

传》中有关皖南事变的叙述说成是和胡乔木的回忆录相对立, 这种

作法是不可取的。

顺便说一下, 徐君华文关于项英反对东进的说法,也是站不住

脚的。对所谓项英反对“江抗”东进, 这些年有人讲得神乎其神,可

就是拿不出第一手的文电为凭。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,这类电报是

不会不保存下来的。而史学界如此找来找去,就是找不出所谓项英

反对“江抗”东进的电报,找出的却是项英 1939年 10月 26日向中

共中央报告已经东进的“江抗”不该西返的电报。这个电报讲道:

“江抗”西返,是由于他们“无信心及不了解坚持东路的意义所致。

这是大的失策,增加今后困难”。项英指出: “但事已如此, 不能冲回

东部”, 我们已派何克希、赵伯华等东返主持。他在报告中还讲道:

对顽固派的破坏进攻, 要“依自己方针,给予必要反击, 不能斗争,

不给反复者以打击,就难生存, 也不易发展”。 项英这份电报,清

楚地表明他对向东作战和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要进行斗争的态

度,读者会一目了然。

第二,关于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前对形势的估计。

毛泽东对皖南形势和整个华中形势,有许多精辟的分析和正

确的指示。然而 1940年皖南事变前夕,即当年夏秋之际, 当英、美、

苏为了各自的利益加紧援华,使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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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共关系骤然恶化之初,毛泽东没有把握住形势的全貌, 过高估计

中苏关系对解决国共危机的作用, 接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消极影

响,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,对时局的危险性估计不足。

在皖南事变前,毛泽东对蒋介石集团反共策略的认识有很大

的变化过程。1940年 10月 19日,何应钦、白崇禧发出《皓电》,国

共关系紧张时,毛泽东倾向于在军事上采取进攻的策略来对付日

蒋联合“剿共”的危险。11月 3日,毛泽东等在致彭德怀电中, 称:

“我军不待日蒋联合夹击到来,即从五十万人中抽调至少十万至十

五万精兵, 分数路突入彼后方”, 以此来“避免最严重的日蒋夹

击”。 因事关重大,毛泽东向共产国际请示。11月 4日, 毛泽东致

信共产国际领导人,说明采取重大行动的必要性,称:“蒋介石计划

是驱逐我们至华北”,“反共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”,“我们拟举行自

卫的反攻”, “在日蒋夹击中,如不采取此种军事步骤,打破进攻与

封锁是不可能的, 我之地位是很危险的”,但此举“有可能闹到蒋介

石与我们最后大破裂, 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”,但我们“最后决心还

没有下”,“请求你们给以指示”。

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计划持反对态度,认为蒋介石并

无全面“剿共”和降日的决心,亲日派正设法挑起国共战争,逼蒋降

日,共产党切不可中此诡计,在政治上、军事上只应作防御的自卫

战的准备。 斯大林明确认为,中共“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”,因

此,把枪口对准国民党, 必然使自己“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”,而由

此把蒋介石逼到日本一边去,不论对中国革命还是苏联的安全,都

是一种严重的“危险”。!

毛泽东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,重新考虑并改变了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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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的形势估计和军事对策。11月 6日,毛泽东致李克农、项英、董

必武并告周恩来电中, 要求各方“奔走呼号,痛切陈词”,表示“我们

共产党爱护蒋,爱护抗日与团结”的态度,来从政治上谋求缓和。

11月 21日, 毛泽东关于粉碎蒋介石的阴谋,在致周恩来、李克农、

项英、刘少奇、彭德怀电中, 指出:“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, 大举

‘剿共’是不可能的, 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, 发表《皓电》是

吓,何之纪念周演说是吓,汤、李东调也是吓,胡宗南集中四个师打

关中也是吓, 命令李克农撤销办事处也是吓,他还有可能再做其他

吓人之事。除吓以外, 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,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

法(当然进攻张云逸、彭雪枫是可能的)。” 11月 30日,毛泽东等

电告叶(挺)、项:“日蒋决裂,日汪拉拢,大局从此有转机, 蒋对我更

加无办法,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,以大局判断,蒋、顾是不会为难你

们的。” 

特别是蒋介石 12月 9日发出限新四军于当年 12 月 31日前

全部开过长江以北的手令后,毛泽东对时局的危险性仍估计不足。

12月 14日,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叶、项:“蒋介石为

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, 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,故

阻碍是不会的,但你们仍须注意警戒。”! 12月 16日, 毛泽东等关

于目前时局致胡(服)陈(毅)并告叶项电中,仍估计蒋介石“大举剿

共是不可能的”。∀ 12月 19日,毛泽东等就日汪条约签订后的形

势,在致彭(德怀)左(权)、叶项等电中,认为“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

已被制止”。#12月 25日,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布置

情况的通报中,仍认为: “只要蒋不投降,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;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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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。”

情况的发展和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相反,在那以后只十多天,

蒋介石确未投降日本, 但却发动了皖南事变。请读者考虑,毛泽东

在皖南事变前对形势分析究竟有没有值得研究之处? 有没有值得

吸取的经验教训?

第三,关于毛泽东对皖南新四军北移有没有让“拖”?

对皖南新四军北移, 蒋介石集团开始先在《皓电》中限一个月

内开到江北, 后又限令于 1940年12月底北移完。由于毛泽东想以

皖南新四军北移作为谈判讨价还价的砝码,对北移时限的考虑就

有了一个变化过程。

11月 9日, 中共中央在以朱德、彭德怀、叶挺、项英名义复何

应钦、白崇禧电(即《佳电》)中,答应“通令北移”,同时提出“宽以限

期” ,但是没有答应具体移动时间。

此时,由于国民党方面调集汤恩伯、李品仙大军东进,苏北、皖

北地区受到严重威胁,于是发生了以撤出皖南的让步作为同国民

党当局谈判交换条件的问题。11月 15日, 毛泽东关于对付蒋介石

的反共高潮, 在致周恩来、刘少奇、彭德怀、项英电中,称:“蒋介石

怕我皖南不动,扰其后方。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准备,

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,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

中各军停止行动, 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

件。” 这就需要皖南新四军在作北移准备的同时, 维持着“拖”的

局面。

在这以后,中共中央、毛泽东虽曾多次电告叶挺、项英,要他们

认真准备北移,也曾要他们于 12月底移完,但仍要他们“拖”, 这也

是有文电为凭的。11月 21日,中共中央致叶、项电中,称:“你们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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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(要开拔费,要停止江北进攻)。” 据此理解,

可拖到 1941年 1月中旬。12月 14日,中共中央致电叶、项:“移动

时间蒋限 12月底移完,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。” 就是说,可以

展限到 1941年 1月底。12月 18日,中共中央以朱德、彭德怀、叶

挺、项英名义复国民党谈判代表刘为章电中, 要求“展缓移动时间

至明春 2月半, 在 2月 15日前德等保证全部离开皖南”。 直到 12

月 25日,毛泽东仍表示:“以拖为宜, 拖到 1月底再说。”!

12月 26日,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告:他 25日会见蒋介石,向

蒋提出经毛泽东 24 日同意的与蒋谈判时皖南部队北移的条件

(即:速给新四军发补充;停止华中部队的前进; 停止全国的政治压

迫;取消张国焘的国民参政员资格) , 蒋根本不让步。周认为“蒋介

石的话靠不住”。∀ 这表明皖南新四军北移作为谈判砝码的价值已

不复存在,“拖”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, 毛泽东这才下决心叫快走

的。恰在这时, 叶、项于 25日致电毛泽东,请示行动方针。于是,毛

泽东在 2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项英、周子昆、袁国平, 严厉批评

他们“犹豫动摇”, 要他们“最近决定全部北移”。#

上述事实,请读者判断:毛泽东到底有没有让“拖”? 这种“拖”

的态度对赢得北移的有利时机会不会有影响? 所谓“拖”的问题能

不能都怪项英他们呢?

第四,关于如何看待《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》。

1941年 1月 15日,在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结束的第二天,中

共中央对皖南事变情况未及深入调查就发出了《关于项袁错误的

决定》, 完全否定了项英、袁国平在新四军三年多的工作成绩, 将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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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完全归于项英、袁国平, 并将项英、

袁国平和叛徒张国焘并列起来。 《决定》下达速度之快, 是前所未

有的;对项英、袁国平评价由原来很高变得很低,反差极大。但《决

定》有些话并未说死:一是, “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

定,开展反项、袁的斗争,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,尤不得向党外宣

布。”二是,“将项、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”。 由

于中共“七大”至“十四大”的历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均未讨论有关

项、袁错误的问题,因而《决定》就被搁置起来,成为党史学界长期

争议的一个焦点。

1984年,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原东南局青年部长陈丕

显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座谈会上,讲道:“有些历史问题, 中央

还未作最后结论, 其中包括对皖南事变及对项英同志的看法。”“项

英同志总还是一个革命家吧,总还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吧,是

个烈士。他牺牲在敌人(叛徒)屠刀之下的, 否则怎么会埋葬在雨花

台呢?”!

1986年,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室负责人、研究员王秀鑫

在《关于项英在新四军工作中的功过问题》的文章中,用大量事实

肯定项英在新四军工作中贡献是主要的, 缺点、错误是次要的,同

时指出《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》对项英“指责过分”, “上纲过高”,

“不够实事求是”。∀

1989年, 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、原新四军军部秘书

长李一氓,在谈到项英及《决定》时,讲道: “关于项英问题, 这是皖

南事变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。我认为,研究项英要根据事实,

不是想说他好就好, 想说他坏就坏,要实事求是, 有些事情需要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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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楚,不要人不在了,就把问题都推到他的头上⋯⋯皖南事变是个

有结论又没有结论的问题。1941年 1月 15日, 中共中央曾作出过

《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》,这距 1月 14日大规模战斗结束仅隔一

天,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楚。而且这个《决定》最后一条说: ‘将

项、袁错误提交党的七大讨论议处’,就是说还需要经过讨论才能

最后定下来,但‘七大’和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未涉及到这个问

题。因此,项英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。现在争议很多,只好让党史

学家去议论了,但我相信将来终会有个实事求是的结论”。

一些皖南事变的亲历者,也对《决定》提出不同看法, 要求公正

评价项英、袁国平的功过,在这里不一一叙述。对《决定》究竟应如

何看待才好? 请读者考虑。
(作者为军事科学院离休干部)

(责任编辑: 荣维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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